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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分析

赵瀚穹， 刘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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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成为新时代下稳增长的重要保障。利用 2011 年−2020 年黄河流域 9 省区的面板数据， 分别构建数字

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值法、 耦合协调模型、 相对发展模型、 灰色关联模型， 研究了黄河流域数字

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 （1） 2011 年−2020 年，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数与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指数均表现出增长趋势， 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2） 研究期内，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

协调度持续上升， 且表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特征。（3） 科技创新、 对外开放、 城镇化水平、 人力资本、 政府支持是黄

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基于上述结论，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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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ZHAO　Hanqiong， LIU　Yal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nzhong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stable growth in the new era.  Using 
panel data from the nine provin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1 to 2020， this paper constructs evalu‐
ation indicators for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sing methods 
such as entropy，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relative development model and grey correlation m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and driving factors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From 2011 to 2020， both the digital economy index and the high-quality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index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wed a growing trend， but there was evide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2）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manufactur‐
ing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ontinued to rise， showing a spatial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down‐
stream was greater than the middle， and the middle was greater than the upstream.  （3） Technological inno‐
vation，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human capital， and government suppor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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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factors fo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manufacturing develop‐
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digital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cou‐
pling and coordination

2021年，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国家提出要加快黄河流域战略性新兴产

业及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并指明要发挥大数据、 互联

网等因素在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方面的作用， 大力推进

数字化赋能。在国家高度重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的背景下， 研究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之间的协同关系很有必要。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 在各国经济遭遇下行压力的情况下， 数字经济

成为了稳定和复苏经济的重要力量［1］。对于中国而

言， 数字经济将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起到越

来越关键的作用［2］。数字经济正在与传统产业进行

融合与渗透， 特别是与制造业的融合， 可以为经济

增长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3］。

2017 年， 数字经济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之

一。2020 年， 我国数字经济增速达到 9. 6%， 排名

世界第一［4］。当前， 我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 从注

重速度转向注重高质量发展， 研究数字经济与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 探索影响两者

之间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 有利于更好地实现黄河

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步推进。

1　文献综述

与本文有关的研究主要有： 关于数字经济内涵

与测度的研究； 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涵与测度

的研究； 关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

协调以及驱动因素的研究。

1. 1　数字经济

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 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 数字经济的规模测度。

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没有达成一

致， 在如何划分数字经济产业与其他产业的问题上

存在争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数字

经济主要是以数字化订购、 促成、 传输作为基础形

成的， 其核心是数字交易［5］4-20。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认为数字经济的内涵在于互联网及信息技

术， 在此基础上对数字产业进行识别［6］。金星晔等

认为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字技术与信息， 将电子商

务纳入到数字经济的产业活动中［7］。许宪春和张美

慧认为数字经济并非只局限于数字化交易， 而是应

该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化的媒体、 货物、 服
务等在内［8］。

关于数字经济的规模如何测度的问题， 目前学

术界的测度方法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通过测算绝对

数来衡量数字经济的整体规模； 另一种是构建相应

的指标测度体系， 通过测算相对数来衡量数字经济

的相对规模， 比较常见的是数字经济指数。美国经

济分析局（BEA）以供给使用表作为基础， 对数字经

济的总体规模进行了测度［6］。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参考了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做法， 对国家整体

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估计［9］。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则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

化， 并在测算中国数字经济绝对规模的基础上， 测
算了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以衡量相对规模［10］。

一些学者也探究了数字经济规模的测度， 张少

华和陈治从基础设施、 互联网融合、 人才、 技术产

出等四个维度出发，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线性加权

法测度了中国省域数字经济指数［11］。唐红涛等选

取互联网宽带接入数、 邮电业务收入、 移动电话年

末用户数、 从业人员数四个指标， 运用熵值法测算

了 2004 年 − 2019 年中国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指

数［12］。肖远飞和周萍萍利用基础设施、 数字生活、 
企业数字化、 知识支撑四个维度和相应的 12 个二

级指标构建了数字经济指数评价体系， 得出了省级

层面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13］。

1. 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制

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支柱作用， 学术界一般从经济

增长质量和新发展理念两个角度对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进行界定。惠宁和杨昕将制造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将技术进步

作为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14］。任转

转和邓峰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分为内部结构升级

和外部价值链攀升， 认为互联网发展能从这个两个

方面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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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高质量的测度方面， 沈运红和黄桁运

用制造业中高端技术产业产值与中端技术产值的

比值， 来衡量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以此来测度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16］。曲立等将创新、 绿色、 开放、 
高效、 风控、 共享六个维度纳入评价体系， 并运用

专家评分矩阵确定每项指标的权重， 通过加权法测

算出中国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17］。张颖等

从效益、 绿色、 创新、 开放等四个维度构建指标评

价体系， 运用熵值法对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及驱动因素进行了探讨［18］。

1. 3　耦合机制

数字经济能够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 渗
透， 从而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两者之间具有

耦合关系。在耦合机理方面， 吴爽认为应该充分发

挥数字经济转换为生产要素的优势， 打造数字产业

集群， 来促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一

步融合［19］。王瑞荣和陈晓华以 2007 年−2018 年浙

江省数据为分析样本， 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资本和技术密集

型制造业的正向作用实现的［20］。

在耦合水平方面， 秦铸清等对成都和北京进行比

较， 发现成都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都得到

了有效提高， 二者之间已经进入中等协调阶段， 但与

北京相比依然存在进步的空间［21］。傅为忠和刘瑶以

长三角三省一市作为分析对象， 发现长三角区域产业

数字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耦合协同效应得

到了有效提升， 但区域之间的差异明显， 各省的障碍

因子也并不相同［22］。段秀芳和徐传昂认为， 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
两者的耦合关系存在区域差异［23］。

综上所述， 现有文献虽然对数字经济、 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 但大

多数是从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分

别进行分析， 探究两个系统各自的内涵及测度问

题， 对于二者的关系研究更多是定性分析， 缺少关

于二者耦合协调机理和驱动因素的定量分析。在

数字经济的研究方面， 大多数学者偏向于选择互联

网用户数、 移动电话普及率等单一或几项指标来衡

量数字经济， 缺乏对数字经济整体指标体系的构建

和测度。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 目前的研究主

要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高端产业增加值等指标

来进行测度， 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全面测度的

研究较少， 难以反映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真实水

平。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

关系研究方面， 相关的文献比较缺乏， 目前有部分

学者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方面进行衡量， 研究数字经济对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作用， 很少有研究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单

独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

以现有的研究为基础， 本文选择黄河流域 9 省

（自治区）作为分析对象， 在厘清数字经济与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 分别构建数字

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分别测度

黄河流域 2011 年—2020 年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 相
对发展模型， 分析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 并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

两系统协同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促进黄河流域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提供参考。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 第一， 从研究对象看， 现
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数字经济、 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二者内部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本文则以数字

经济、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依据， 分别构建

两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数字经济、 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第二， 从研究

方法看， 目前的研究大多侧重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

业的单向推动作用， 本文则在阐述数字经济与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 运用耦合协

调法分析两者发展的协同效应， 并在此基础上用灰

色关联法分析影响两者协同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

第三， 从研究区域看， 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全国范

围， 或者以长三角、 京津冀、 珠三角等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作为分析对象， 本文对黄河流域这一特殊经

济地理区域进行分析， 其中 7 个省区为中西部省

区， 能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

2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个系统之间具

有耦合协调效应， 两者之间相互促进、 协同发展， 实
现协同效应大于单个系统效应的结果， 如图 1 所示。

数字经济作为新兴业态， 整合互联网、 移动终端、 5G
等高新技术， 以现代化的数字方式进行生产， 能够通

过与传统产业相融合，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以绿色、 环保、 高效为主要特点， 实现

粗放发展模式向集约发展模式的转变， 需要以数字经

济为代表的高新产业提供技术支持， 反过来为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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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创造需求， 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2. 1　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通过全新的生产方式， 助力传统制造业

转型， 提高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益， 促进生产模式的

创新， 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 实现传统制造业绿色发展。

第一， 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 移动终端、 5G 技术覆盖率的提高， 为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的制造业企

业通过引入新的终端， 实现管理和生产方式的改

变， 为数字技术、 虚拟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应用

提供了平台， 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

第二， 数字产业水平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 邮政业、 电信业、 信息技术

等数字相关产业发展迅速， 与采掘业、 制造业等传

统产业的联系和渗透进一步加强加深， 有助于发挥

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数字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

的就业岗位， 有效吸纳制造业升级后的剩余劳动

力， 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解决后顾之忧。

第三， 科技教育支撑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是高新技术产业， 其发展需要相应的科技

和教育投入作为支撑， 科技和教育成果具有明显的

外溢性， 在提升数字技术的同时， 能够被应用到制

造业等传统领域， 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解决技术难

题， 提供人才支撑。

第四， 软件信息业务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电子商务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渠道， 有
助于传统制造业扩展进货和销售渠道， 改变过去单

一的经营和发展模式， 走线上和线下结合发展的道

路。软件业务能解决制造业进行线上经营的客户

端问题， 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五， 普惠金融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比

于传统的金融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能以更便捷、 更
高效的方式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 覆盖面更广， 
使用范围更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可以减轻制

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资金压力， 尤其能对中小传统

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2. 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反作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实体产业

支撑和技术装备支持， 通过与数字经济的融合进一步

扩大数字经济规模， 提升数字经济整体水平。

第一， 制造业的效益提高有助于拉动数字经

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劳动生产率、 收益成本

比的提高， 有助于解放更多的劳动力， 剩余劳动力

可以回流市场， 经过培训后重新就业， 有助于解决

数字经济面临的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问题。制造业

效益的提升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 为数字经济提供

更好的实体支撑， 有利于扩大数字经济的规模。

第二， 制造业的创新提升有助于拉动数字经

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伴随着创新的提升， 数字

化、 自动化等高新技术在制造业领域应用更加广

泛， 促进数字技术更加成熟的同时， 也对数字技术

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推动各地加大对数字技术的

研发投入， 拉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第三， 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有助于拉动数字经

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以
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地位

更加重要， 驱动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数字经济等高新

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制造业与新兴产业的比重

和结构趋于合理， 更好发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数

字经济的协同效应。

第四， 制造业的绿色转型有助于拉动数字经

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走绿色清洁的道路， 实
现从生产到消费的全绿色过程， 对数字化生产、 电
商渠道销售产生更多的需求， 有助于带动电子商

务、 数字化生产等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制造

业的绿色转型也有助于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 更多

选择数字化渠道消费， 拉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3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3. 1　指标体系构建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属于两个互相

作用的复杂系统，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 基于两

图  1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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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耦合机制原理， 遵循科学性、 合理性、 综合性、 
系统性以及数据可得性， 分别构建数字经济与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 1. 1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数字经济指数可以衡量数字经济的相对规模， 大
多数学者都选择将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测度数字经济

指数的一个重要维度， 而在其他维度的选择上有不同

的观点。刘传辉和杨志鹏认为， 数字经济不仅应该包

括数字产业的相关指标， 还应该将社会的整体经济发

展水平纳入到考察范围当中［24］。王军和肖华堂认为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应该包括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发展

环境、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等四个方面［25］。

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 考虑数据的可得

性， 构建包括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水平、 科技

教育支撑、 软件信息业务、 普惠金融五个一级指标

及与之对应的 19 个二级指标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

体系， 以测度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所有指标均

为正向指标， 详情见表  1。

3. 1. 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不少学者选择将效益、 创新、 绿色、 现代化

作为构建指标体系的重要维度。江小国等认为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包括效益、 绿色、 高端、 创新、 质量、 两
化融合六个维度， 利用相应的 12 个指标构建了评价

体系［26］。黄顺春和张书齐认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

价指标应该包括开放和共享， 并纳入教育、 医疗、 就
业等方面的细分指标［27］。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数据的可得

性， 选择效益、 创新、 产业、 绿色四个维度， 以对应

的 18 个二级指标构建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其中， 产业维度下的产业结构合理

化为负向指标， 绿色维度下的四个指标为负向指

标， 其余均为正向指标， 详情见表  2。
表  2 中， 产业结构高度化采用结构层次系数计

算得出， 公式为：

AIS= θ1t + 2θ2t + 3θ3t （1）
其中， AIS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θ1t、 θ2t、 θ3t分别为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 GDP 的比重。

产业结构合理化用泰尔指数表示， 公式为：

TL = ∑i= 1
n ( )Yi

Y
ln ( )Yi

Li
/ Y
L

（2）

其中， TL为泰尔指数， Yi、 Y、 Li、 L分别代表各省

区三大产业各自的增加值、 各省区的地区生产总

值、 各省区三大产业各自的就业人数、 各省区的总

就业人数。泰尔指数为负向指标， 当 TL趋向于

0 时， 产业结构趋向于合理。

3. 2　数据来源

黄河流域包括甘肃等 9个省区， 考虑到市级层面

缺乏相关指标的数据统计， 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黄

河流域的 9个省区， 分别构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模型。考虑到 2011年中国

调整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口径， 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也是从 2011 年开始发布， 为了保证数据口径的

表  1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水平

科技教育支撑

软件信息业务

普惠金融

二级指标

光缆覆盖

移动电话发展

宽带发展

邮政发展水平

电信发展水平

邮政从业水平

信息从业水平

科技支撑

教育支撑

软件业务

电商销售

电商采购

电商企业

域名

网页

普惠金融水平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指标测算

光缆线路长度

移动电话用户

宽带用户

邮政业务总量

电信业务总量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科学技术支出

教育支出

软件业务收入

电商销售额

电商采购额

有电商活动企业数

互联网域名数

互联网网页数

普惠金融总指数

覆盖广度指数

使用深度指数

数字化程度指数

单位

公里

万户

万户

亿元

亿元

万人

万人

万元

万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个

万个

万个

—

—

—

—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043 2
0.087 1
0.054 3
0.061 8
0.062 4
0.045 0
0.053 5
0.050 1
0.044 6
0.084 9
0.061 7
0.059 6
0.063 2
0.068 8
0.060 5
0.026 0
0.026 1
0.024 5
0.02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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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 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跨度选择为 2011年—2020
年。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

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普惠金融

指数报告》。对于个别缺失值， 本文借鉴秦铸清等的

做法， 用年均增长率进行计算补齐［21］。

3. 3　研究方法

3. 3. 1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

标评价体系分别包含 19项、 18项二级指标， 每个指标

的单位都不同， 为了使得数据具有可比性， 首先对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借鉴王德平和秦铸清的做

法， 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做以下标准化处理［28］：

x'ij =
xij - xjmin

xjmax - xjmin
× 0.9 + 0.1 （3）

x'ij =
xjmax - xij
xjmax - xjmin

× 0.9 + 0.1 （4）

其中， 式（3）表示正向指标的级差标准化处理， 
式（4）表示负向指标的级差标准化处理。xij、 x'ij 分
别为各省区第 i年第 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和标准值， 
xjmax、 xjmin分别为各省区所有年份第 j项指标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

3. 3. 2　利用熵值法测算权重

首先， 计算各省区第 i年第 j项指标的权重：

pij =
x'ij

∑i= 1
n x 'ij

（5）

其中， pij为各省区第 i年第 j项指标所占权重。

其次， 计算熵值：

ej = -k ∑i= 1
n pij lnpij （6）

其中， ej为第 j项指标的熵值， k= 1
lnml>0， ej≥0， 

m=9 代表本文研究的 9 个省区， l=10 代表本文的

研究跨度 2011 年—2020 年。

第三步， 计算差异系数：

gj = 1 - ej （7）
其中， gj为第 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gj的大小体现出

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第四步， 计算第 j项指标的权重：

wj =
gj

∑j= 1
m gj

（8）

其 中 ， 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 且∑j = 1
m wj = 1， 0 ≤

wj ≤ 1。
第五步， 利用第四步得出的权重（已在表 1、 

表 2 中列出）计算黄河流域 9 个省区的数字经济和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ui = ∑j= 1
m wj x 'ij （9）

其中， ui为各省区在第 i年的综合指数， 指数越大， 
说明该省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水平越高。

3. 3. 3　计算耦合协调度

利用计算得出的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 计算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表  2　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效益

创新

产业

绿色

二级指标

工业增加值

收益成本比

劳动生产率

就业规模

制造业工资

研发强度

技术改造

有效专利

新产品收入

技术市场

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外贸依存

对外开放

水耗情况

电耗情况

产生固体废物

产生危险废物

指标测算

工业增加值/GDP
规上工业企业业务收入/业务成本

工业增加值/工业就业人数

制造业就业人数/就业总人数

制造业工资/平均工资

规上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业务收入

规上企业技术改造支出/业务收入

规上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R&D 人员数

规上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业务收入

技术市场成交额/GDP
结构层次系数

泰尔指数

进出口总额/GDP
外商直接投资额/GDP

用水量/GDP
电力消费量/GDP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GDP
危险废物产生量/GDP

单位

%
%

万元/人
%
%
%
%

个/人
%
%
—

—

%
%

立方米/元
千瓦时/元

吨/元
吨/元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050 3
0.052 9
0.074 5
0.079 1
0.042 8
0.060 4
0.098 9
0.077 2
0.043 6
0.112 9
0.038 3
0.021 2
0.067 4
0.066 1
0.020 9
0.045 2
0.026 5
0.02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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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 U 1 × U 2

U 1 + U 2
（10）

T= α× U 1 + β× U 2 （11）

D= C× T （12）
在式（10）中， C代表耦合度， U1、 U2 分别代表

数 字 经 济 指 数 和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指 数 。 在

式（11）中， T代表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系数， α和 β

为调节系数， 且 α+β=1。本文假定数字经济和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两个系统同等重要， 因此取 α=β=
0. 5。 在 式（12）中 ， D 代 表 耦 合 协 调 度 ， 且 0≤
D≤1。

3. 3. 4　计算相对发展度

利用计算得出的两个系统的综合指数， 计算黄

河流域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对发

展度：

R= U 1 /U 2 （13）
其中， R为相对发展度， 用来衡量数字经济与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相对发展程度。

本文借鉴毕国华等、 刘琳轲等的做法， 以耦合

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为标准， 将黄河流域数字经济

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分为三个耦合协

调阶段及与之对应的九个耦合协调类型［29‐30］， 详情

见表  3。

4　实证研究

4. 1　数字经济指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时空

特征

根据上述步骤， 本文计算得出黄河流域九个省

区 2011 年—2020 年数字经济指数和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指数， 并汇总得到黄河流域两个系统指数的均

值， 详情见图  2。  

同时， 本文参考任保平和巩羽浩的做法， 将黄

河流域九个省区分为上游、 中游和下游， 甘肃、 青
海、 宁夏、 四川是上游地区， 山西、 内蒙古、 陕西划

分为中游地区， 河南和山东则作为下游地区来

处理［31］。

4. 1. 1　数字经济指数

1） 时序特征。图  2 给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

数的整体水平， 从 2011 年到 2020 年， 黄河流域数

字经济指数持续上升， 从 2011 年的 0. 179 0 上升到

2020 年的 0. 450 9。这说明黄河流域在数字经济发

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数字经济的整体水平得到

了明显提高， 并且依然处于上升趋势， 未来有望在

黄河流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在数字经济的子系统方面（见图  3）， 各系统在

2011 年—2020 年基本上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 
软件信息服务、 普惠金融指数增长迅速， 软件信息

服务指数从 2011 年的 0. 054 8 增加到了 2020 年的

0. 125 0， 普惠金融指数从 2011 年的 0. 014 9 增加到

了 2020 年的 0. 090 5， 这两个子系统对数字经济起

到很好的支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在 2011 年—

2014 年持续增长， 在 2015 年出现短暂回落后， 在
2016 年以后恢复增长， 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

好的物质条件。数字产业水平指数在 2016 年后的

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显示出邮政、 电信等数字经济

相关产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科技教育支撑指数

在研究期内增速有限， 说明黄河流域需要加大对科

技和教育的投入， 来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表  3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类型

D

0≤D<0.5

0.5≤D<0.7

0.7≤D≤1

R

0<R≤0.8
0.8<R≤1.2

1.2<R
0<R≤0.8

0.8<R≤1.2
1.2<R

0<R≤0.8
0.8<R≤1.2

1.2<R

类型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特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对超前,拮抗程度高

数字经济同步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拮抗程度低

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超前,拮抗程度高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对超前,磨合程度低

数字经济同步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磨合程度高

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磨合程度低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对超前,协调程度低

数字经济同步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协调程度高

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超前,协调程度低

阶段

拮抗

磨合

协调

图  2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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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间特征。图  4 给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

数 的 空 间 特 征 表 现 ， 可 以 看 出 ， 从 2011 年 到

2020 年， 黄河流域的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呈现出

下游>中游>上游的特征， 下游逐渐拉大了与中游

和上游地区的差距。

从 2011 年到 2020 年， 下游的数字经济指数从

0. 279 6 上升到了 0. 791 7， 而中游从 0. 165 2 上升

到了 0. 366 7， 上游则从 0. 139 0 上升到 0. 343 8。
上游与中游的数字经济指数差距不大， 两者之间的

增长基本同步。相对于下游， 中游和上游地区的数

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4. 1. 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1） 时序特征。图  2 同时给出黄河流域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整体水平， 2011 年到 2020 年， 黄
河流域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

趋势， 增长速度慢于数字经济。本文根据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指数变动的时序特征， 将其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 2011 年—2013 年， 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指数出现下降， 由 2011 年的 0. 397 6 下降为

2013 年的 0. 395 1。第二阶段为 2014 年—2016 年，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指 数 短 暂 上 升 到 2014 年 的

0. 403 1 后， 再次下降到 2016 年的 0. 398 2。第三阶

段为 2017 年—2020 年， 制造业高质量指数出现持

续 上 升 ， 从 2017 年 的 0. 421 6 上 升 到 2020 年 的

0. 465 5。 在 子 系 统 方 面（见 图  5）， 效 益 指 数 从

2011 年到 2020 年持续下降， 从 2011 年的 0. 142 9 下

降到了 2020 年的 0. 109 0， 效益下降是制约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创新指数和产

业 指 数 从 2011 年 到 2016 年 整 体 比 较 平 稳 ， 在
2017 年以后得到迅速增长， 反映出黄河流域在制造

业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进步， 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 使得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绿色指数在整

个研究期内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表明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所要求的绿色清洁目标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传统的高污染、 高能耗的生产模式没有得到根本

改变。

2） 空间特征。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

数的空间特征如图  6 所示， 与数字经济指数一样， 
同样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在研究期

最开始的 2011 年和 2012 年， 中游和下游的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指数比较接近。

2013 年以后， 下游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

速度加快， 差距开始拉大， 在 2020 年， 下游的制造

图  3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子系统水平

图  4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数空间特征
图  5　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水平

图  6　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空间特征

38



（总第  194 期）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赵瀚穹等）

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为 0. 536 3， 中游为 0. 478 8， 两
者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上游的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水平相比中游和下游有明显差距， 从 2014 年

−2016 年， 上游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出现下滑趋

势， 从 2017 年开始虽然开始上升， 但与下游和中游

的差距依然在不断拉大， 表明黄河流域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方面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4. 2　耦合协调度与相对发展度的时空特征

4. 2. 1　时序特征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

合协调度稳定上升（见图  2）， 从 2011 年的 0. 516 5
上升到 2020 年的 0. 676 9， 根据其时序变化特征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1 年—2013 年， 
由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与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融合， 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上升

速度较快。第二阶段为 2014 年—2016 年， 由于黄

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出现下降趋势， 阻碍

了数字经济驱动作用的发挥， 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上

升速度开始放缓。第三阶段为 2017 年—2020 年，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均稳定上

升，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加强渗透、 融
合， 在制造业优化升级的同时， 数字经济的驱动作

用得到充分发挥， 推动了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再

次加快上升。但总体来看，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始终处于磨合阶段， 未
能进入协调阶段， 耦合协调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相

对发展度同样表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 从 2011 年

的 0. 450 1 上升到 2020 年的 0. 968 7。整体来看， 数
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根据前文表 3 所列的耦合协

调类型划分， 可以将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分为两个阶段（见表  4）。

第一阶段为 2011年-2015年， 两个系统之间的耦

合协调类型为Ⅳ型， 此时两个系统处于磨合阶段， 数

字经济滞后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两者低度磨合， 系
统趋于衰退。第二阶段为 2016 年—2020 年， 两个系

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类型为Ⅴ型， 此时两个系统依然处

于磨合阶段， 但数字经济开始同步于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 两者高度磨合， 系统趋于优化。

整体来看，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在 2011 年—2020 年都得到了提升， 两个系统从低

度磨合发展为高度磨合， 系统从趋于衰退发展为趋于

优化， 表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融合程度

不断提高， 但依然未能进入协调阶段。今后应当进一

步加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同

步推进， 促进两个系统实现协调发展。

4. 2. 2　空间特征

从 2011 年到 2020 年， 黄河流域下游地区的耦

合协调度高于中游和上游（见表  5）， 从 2011 年的

0. 587 9 增加到 2020 年的 0. 807 2， 从磨合阶段进入

协调阶段。中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与下游地区

差距明显， 且差距呈现逐渐拉大的趋势。中游的耦

合 协 调 度 从 2011 年 的 0. 509 1 上 升 到 2020 年 的

0. 647 3， 但没有能够超过 0. 7， 在整个研究期内没

有实现磨合阶段的突破。上游的耦合协调度从

2011 年的 0. 478 1 上升到 2020 年的 0. 616 5， 在研

究期的最初两年处于拮抗阶段， 在 2013 年顺利进

入磨合阶段， 但与中游一样， 未能成功进入协调发

展的阶段。整体而言， 只有下游地区在 2016 年开

始 进 入 到 了 协 调 阶 段 ， 上 游 和 中 游 地 区 直 到

2020 年依旧处于磨合阶段， 上中游地区的耦合协调

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 9个省区的空间格局演化来看， 结合相对发展

度来划分耦合协调类型（见表 6）。研究期内各省区均

进入磨合阶段， 内蒙古、 甘肃、 宁夏、 青海进入磨合

阶段的时间分别为2012年、 2013年、 2017年和2020年。

在上游省区方面， 青海从 2011 年到 2019 年一

直处于高度拮抗的Ⅰ类型， 直到 2020 年才转变为

低度磨合的Ⅳ类型。甘肃从 2011 年到 2012 年处于

高度拮抗的Ⅰ类型， 在 2013 年后一直处于低度磨

合的Ⅳ类型。宁夏从 2011 年到 2016 年持续处于高

度拮抗的Ⅰ类型， 直到 2017 年之后才进入到低度

磨合的Ⅳ类型。四川是上游省区中耦合协调度最

好的， 从 2011 年到 2012 年处于低度磨合的Ⅳ类型， 
从 2013 年到 2017 年进化为高度磨合的Ⅴ类型， 在
2018 年之后则直接转为低度协调的Ⅸ类型， 数字经

济超前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今后应更加注重提升

制造业的发展质量， 实现协同推进。

表  4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类型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D
0.516 5
0.534 1
0.562 8
0.579 7
0.588 2
0.599 0
0.619 9
0.644 0
0.660 6
0.676 9

R
0.450 1
0.528 1
0.642 7
0.695 1
0.761 9
0.812 2
0.830 8
0.882 4
0.937 4
0.968 7

类型

Ⅳ
Ⅳ
Ⅳ
Ⅳ
Ⅳ
Ⅴ
Ⅴ
Ⅴ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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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游省区方面， 陕西从 2011年到 2018年持续

处于低度磨合的Ⅳ类型， 在 2019年跨入协调阶段后， 
转变为低度协调的Ⅶ类型，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山西则在研究期内一

直处于磨合阶段， 从 2011 年到 2018 年为低度磨合的

Ⅳ类型， 从 2019 年变为高度磨合的 V 类型。内蒙古

在 2011 年属于高度拮抗的Ⅰ类型， 在 2012 年以后转

变为低度磨合的Ⅳ类型， 其后一直未发生变化。

在上游省区方面， 河南从 2011年到 2017年处于

磨合阶段， 其中从 2011 年到 2012 年属于低度磨合的

Ⅳ类型， 在 2013年转变为高度磨合的V类型， 在 2017
年短暂转变为低度磨合的Ⅵ类型后， 从 2018 年开始

进入到低度协调的Ⅸ类型， 数字经济超前于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山东从 2011年到 2012年处于低度磨合的

Ⅳ类型， 从 2013 年到 2015 年处于最理想的高度协调

的Ⅷ类型， 但从 2016 年开始转变为低度协调的Ⅸ类

型， 数字经济超前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山东和河南

都面临系统趋于衰退的情况， 今后应在继续注重数字

经济发展的同时， 更加注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力求

两个系统之间保持高度协调。

4. 3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耦合

协调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耦合协调，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实现二者的协

同推进， 有必要深入分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各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分别按照前述方法

计算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益、 创新、 
产 业 、 绿 色 4 个 子 系 统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 结 果 见

图  7。

从 2011 年到 2020 年，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 4 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都得到了明显的

增长。其中， 数字经济与效益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增加最少， 从 2011 年的 0. 399 9 增加到了 2020 年的

0. 470 8， 数字经济与绿色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从

2011 年的 0. 350 7 增加到了 0. 452 0， 说明数字经济

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益、 绿色两个子系统的协

同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这与前文分析的制造业

效益指数下降、 绿色指数没有明显提升的结果一

致 。 数 字 经 济 与 产 业 子 系 统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从

2011 年的 0. 326 6 增加到了 2020 年的 0. 460 3， 数
字经济与创新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增加最为明显， 
从 2011 年的 0. 371 7 增加到了 2020 年的 0. 521 8， 
显示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科技创新

这两个方面良好的协同效应。

表  6　黄河流域各省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类型

区域

黄河流域
黄河上游

青海
甘肃
宁夏
四川

黄河中游
陕西
山西

内蒙古
黄河下游

河南
山东

2011
Ⅳ
Ⅰ
Ⅰ
Ⅰ
Ⅰ
Ⅳ
Ⅳ
Ⅳ
Ⅳ
Ⅰ
Ⅳ
Ⅳ
Ⅳ

2012
Ⅳ
Ⅰ
Ⅰ
Ⅰ
Ⅰ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2013
Ⅳ
Ⅳ
Ⅰ
Ⅳ
Ⅰ
Ⅴ
Ⅳ
Ⅳ
Ⅳ
Ⅳ
Ⅴ
Ⅴ
Ⅷ

2014
Ⅳ
Ⅳ
Ⅰ
Ⅳ
Ⅰ
Ⅴ
Ⅳ
Ⅳ
Ⅳ
Ⅳ
Ⅴ
Ⅴ
Ⅷ

2015
Ⅳ
Ⅳ
Ⅰ
Ⅳ
Ⅰ
Ⅴ
Ⅳ
Ⅳ
Ⅳ
Ⅳ
Ⅴ
Ⅴ
Ⅷ

2016
Ⅴ
Ⅳ
Ⅰ
Ⅳ
Ⅰ
Ⅴ
Ⅳ
Ⅳ
Ⅳ
Ⅳ
Ⅸ
Ⅴ
Ⅸ

2017
Ⅴ
Ⅳ
Ⅰ
Ⅳ
Ⅳ
Ⅴ
Ⅳ
Ⅳ
Ⅳ
Ⅳ
Ⅸ
Ⅵ
Ⅸ

2018
Ⅴ
Ⅳ
Ⅰ
Ⅳ
Ⅳ
Ⅸ
Ⅳ
Ⅳ
Ⅳ
Ⅳ
Ⅸ
Ⅸ
Ⅸ

2019
Ⅴ
Ⅳ
Ⅰ
Ⅳ
Ⅳ
Ⅸ
Ⅳ
Ⅶ
Ⅴ
Ⅳ
Ⅸ
Ⅸ
Ⅸ

2020
Ⅴ
Ⅴ
Ⅳ
Ⅳ
Ⅳ
Ⅸ
Ⅳ
Ⅶ
Ⅴ
Ⅳ
Ⅸ
Ⅸ
Ⅸ

图  7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表  5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

区域

黄河流域
上游
中游
下游

2011
0.516 5
0.478 1
0.509 1
0.587 9

2012
0.534 1
0.489 9
0.530 0
0.611 3

2013
0.562 8
0.513 4
0.548 9
0.657 4

2014
0.579 7
0.533 5
0.561 9
0.674 1

2015
0.588 2
0.543 1
0.569 7
0.683 4

2016
0.599 0
0.547 2
0.579 1
0.705 1

2017
0.619 9
0.567 8
0.598 9
0.726 7

2018
0.644 0
0.587 6
0.621 3
0.757 8

2019
0.660 6
0.603 7
0.636 9
0.777 4

2020
0.676 9
0.616 5
0.647 3
0.80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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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耦合协调发展收敛性分析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 黄河流域上游、 中游、 下
游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

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差异， 采
用 σ收敛方法对黄河流域及上游、 中游、 下游的耦

合协调度进行收敛性分析， 公式如下：

σt ={N-1∑m= 1
N é

ë
ù
ûXm ( )t - [ ]N-1∑k= 1

N xk( )t
2 }

1 2

（14）
其中， Xm（t）为第 m个省区在第 t年的耦合协调度， 
N为省区数， N=9。如果 σt>σt+1， 表明各省区的耦

合协调度差距逐渐缩小， 反之则说明差距逐渐

拉大。

图  8 给出黄河流域各省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耦 合 协 调 度 的 收 敛 检 验 结 果 ， 从
2011 年到 2020 年， 黄河流域各省区耦合协调度的

σ值呈现总体增大的趋势， 仅仅在 2015 年出现下

降， 整体从 2011 年的 0. 062 7 增加到了 2020 年的

0. 113 5。

黄河流域涵盖了东部、 中部、 西部的九个省

区， 各省区在资源禀赋、 对外开放程度、 基础设施

条件、 交通便利条件等方面明显不同， 因此在数字

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水平

差异。结合前文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中上游地区的

数字经济指数与下游地区的差距在研究期内不断

拉大， 下游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在研究期

初始阶段与中游地区较为接近， 但在研究期的中后

期， 中上游与下游的差距也有拉大的趋势。整体而

言， 下游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都明显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 更有利于推动两系统

之间在高水平上的耦合协调， 两者已经进入协调发

展阶段， 更能发挥彼此的协同效应。中游和上游地

区无论在数字经济还是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

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受限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本身的低层次， 无法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

同效应充分发挥出来， 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是低水

平的耦合， 依然处于磨合阶段。下游省区与中游、 
上游省区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个子

系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 两系统之间的协同推

进是分别在协调阶段和磨合阶段实现的， 这是导致

黄河流域 9 省区耦合协调度的 σ值呈现总体增大趋

势的主要原因。

具体到三个区域， 上游地区四个省区的 σ值在

研究期内明显增大， 从 2011 年的 0. 058 5 增加到

2020 年的 0. 104 9。上游地区的青海、 宁夏发展较

为滞后， 甘肃偏重于发展制造业等重工业， 这三个

省区的数字经济水平整体较低， 只有四川的数字经

济发展迅速， 较好实现了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协

同效应。结合前文研究的耦合协调类型来看， 在研

究期内只有四川进入到了协调阶段， 转变为低度协

调的Ⅸ类型， 其余三个省区都依旧处于磨合阶段， 
属于低度磨合的Ⅳ 类型， 因此导致上游地区各省

区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拉大。中游地区三个省区的

σ值在研究期内同样增大， 从 2011 年的 0. 019 4 增

加到了 2020 年的 0. 055 2。山西、 内蒙古作为资源

大省（区）， 长期以来存在产业结构单一、 增长方式

粗放的问题， 两个省区的耦合协调类型在研究期内

仍处于磨合阶段， 未能实现突破。陕西则在数字经

济发展方面取得更好的长效， 在研究期内成功进入

协调阶段， 实现了低度协调， 因此三省区的耦合协

调度差距也在拉大。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相对

保持稳定， 山东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 河南作为中

部崛起的重要省份， 两个省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方面取得不错的结果。两个

省在研究期内全部进入到了协调阶段， 且属于低度

协调的Ⅸ类型， 在 2018 年后的耦合协调度差距不

大， 因此下游省区的 σ值在三大区域里最小。黄河

流域上游、 中游、 下游具有不同的区位、 禀赋、 交
通、 资本条件， 因此有必要制定差别性的政策， 以
更好地实现黄河流域整体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协同效应。

4. 5　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分析

4. 5. 1　驱动因素选取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受

到多种因素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两个系统耦合

图  8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收敛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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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的驱动因素， 本文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做进一步

分析。相对于其他分析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在

样本数据较少的情况下， 以序列之间的线性特征相

似程度为根据， 比较不同因素之间影响程度的差

异， 以更好地判断驱动因素之间在影响度大小方面

的区别。本文借鉴王博雅、 陈凯旋的研究， 选取对

外开放、 城镇化率、 人力资本、 科技创新和政府支

持 5 个因素作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32‐33］。

4. 5. 2　驱动因素类型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 参考序列为黄河流域数

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

协调度， 选择的驱动因素为对外开放、 城镇化水

平、 人力资本、 科技创新和政府支持（见表  7）。

1） 对外开放为外力驱动因素。我国实行改革

开放的政策， 对外开放能够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从外部提供驱动力。本文参考韩永辉等

的做法， 选择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对

外开放的衡量指标［34］。2） 城镇化水平为内力驱动

因素。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城镇化率的提

高能够促进数字经济的增长， 同时有助于提升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参考袁航和朱承亮的处

理方式， 选择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镇化

的指标［35］。3） 人力资本为人才驱动因素。人力资

本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投入， 能够为数字经济和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人才基础， 助力两

者协同发展。本文借鉴郭金花和郭淑芬的做法， 选
择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 对教育年限的

具体处理方式为：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的

教育年限分别对应为 6 年、 9 年、 12 年和 16 年［36］。

4） 科技创新为科技驱动因素。数字经济和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 制造水平的进

步， 科技创新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突破

瓶颈。本文参考姚震宇的做法， 选择科技支出占财

政支出的比重衡量科技创新［37］。5） 政府支持为政

府驱动因素。政府的政策支持及合理调控能有效

推进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使得两者同步

发展。本文借鉴郭婧煜和樊帆的做法， 选择财政支

出占 GDP 比重来衡量政府支持［38］。

4. 5. 3　灰色关联分析

利用选择的驱动因素数据，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

计算得出五个驱动因素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关联度越

高， 驱动因素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耦合协调的关系越密切。计算方法如下：

1） 确定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耦合协调度为参考序列 Y（k）， 选取的五个驱

动因素对外开放、 城镇化水平、 人力资本、 科技创

新、 政府支持为比较序列 Xi（k）。其中， Xi为第 i个
驱动因素（i=1，2，…，n， n为驱动因素的个数）， k
为具体的驱动因素指标数据（k=1，2，…，m， m为驱

动因素指标维度）。

2） 由于各驱动因素的数据指标存在不同的单

位， 为确保数据之间可以进行比较， 对数据做均值

化处理， 公式如下：

x'i ( k )= xi ( k )
x̄

（15）

3） 计算关联系数， 公式如下：

ξi ( k )=
min
i

min
k

|| y ( k )- x'i ( k ) + ρ max
i

max
k

|| y ( k )- x'i ( k )

|| y ( k )- x'i ( k ) + ρ max
i

max
k

|| y ( k )- x'i ( k )

（16）
其中， ρ为分辨系数， 通常取 ρ=0. 5。

4） 计算各驱动因素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灰色关联度， 计算公式如下：

ri =
1
m ∑k= 1

m ξi ( k ) （17）

通过上述方法计算得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和五个驱动因素之间的

灰色关联度（见表 8）。五个驱动因素与耦合协调度的

灰色关联度大多都在 0. 5以上， 表明各驱动因素对黄

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都

具有较强的联系， 但存在各省区之间的差别。

从黄河流域整体来看， 五个驱动因素中科技创

新与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最大， 达到了 0. 706 9， 说

表  7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

参考序列

驱动因素

变量

耦合协调度
对外开放

城镇化水平
人力资本
科技创新
政府支持

驱动类型

外力驱动
内力驱动
人才驱动
科技驱动
政府驱动

变量符号

D
open
urban
human
tech
gov

变量解释

由前文计算结果得出
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城镇人口/总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

科技支出/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GDP

单位

—
元/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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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科技创新可以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

量协同发展， 科技驱动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政府

支持与两个系统耦合协调的关联度排在第二， 达到

了 0. 696 1， 表明在促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融合渗透的过程中， 政府政策和宏观调控能起

到关键的作用。人力资本、 城镇化水平与两个系统

耦合协调的关联度较为接近， 分别为 0. 673 4 和

0. 672 0， 排在第三和第四位， 说明人才驱动因素与

内力驱动因素都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存在紧密关联， 加大人力资本

投入、 提高城镇化率， 有助于促进两个系统之间的

协同发展。对外开放与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

联度最低， 仅为 0. 612 8， 说明相比于其他四个驱动

因素， 外力驱动在促进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动力不足， 影响程度相对较弱。

从九个省区来看， 五个驱动因素与两个系统耦

合协调度的关联度存在差别。山西数字经济与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政府

支持和对外开放。内蒙古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科技

创新和政府支持。山东、 河南、 四川的主要驱动因

素为人力资本、 政府支持和城镇化水平。陕西的主

要驱动因素为政府支持和科技创新。甘肃的主要

驱动因素为科技创新和城镇化水平。青海的主要

驱动因素为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宁夏的主要驱

动因素为对外开放。

5　结论与建议

5. 1　结　论

本文基于 2011 年−2020 年黄河流域的省级面

板数据， 分别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值法得到数字经

济综合指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通过耦合协调模型、 相对发展模型研究

了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

调的时序特征、 空间特征及其时空演化过程。本文

还运用灰色关联模型， 分析了影响黄河流域数字经

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五个驱动因

素。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数与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指数从 2011 年到 2020 年均呈现上升趋势， 数
字经济指数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指数， 但两者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 
无论是数字经济指数还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都表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特征， 且下游与中上

游之间的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

第二， 从时序特征来看， 黄河流域整体数字经

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一直处于磨合

阶段。结合耦合协调度与相对发展度将耦合协调

分为九个类型， 黄河流域从 2011 年到 2015 年处于

低度磨合的Ⅳ型， 从 2016 年到 2020 年则处于高度

磨合的Ⅴ型。从空间特征来看，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

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表现为下游>
中游>上游的特征， 而各省区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

协调度差异。

第三， 黄河流域各省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差异从 2011 年到 2020 年进

一步拉大， 没有表现出收敛性。上游、 中游的耦合

协调度差距在研究期内持续拉大， 下游的耦合协调

度差距基本保持稳定。各省区在资源、 交通、 区
位、 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 造成发展水平的不同， 
有必要制定差别化政策。

第四，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协同推进受到对外开放、 城镇化水平、 人力资

本、 科技创新和政府支持五个驱动因素的共同影

响， 且 9 个省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 对外

开放属于外力驱动， 城镇化水平属于内力驱动， 人
力资本属于人才驱动， 科技创新属于科技驱动， 政
府支持属于政府驱动， 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科技

表  8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关联度

省区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黄河流域

对外开放

0.739 3
0.499 5
0.484 7
0.452 1
0.564 0
0.564 4
0.628 9
0.725 7
0.856 6
0.612 8

城镇化水平

0.630 5
0.570 9
0.715 6
0.759 8
0.767 3
0.673 9
0.729 3
0.614 0
0.587 2
0.672 0

人力资本

0.617 6
0.616 9
0.758 3
0.707 5
0.742 6
0.666 6
0.665 4
0.661 0
0.624 3
0.673 4

科技创新

0.647 2
0.877 5
0.458 9
0.601 3
0.708 4
0.728 3
0.895 5
0.897 2
0.547 8
0.706 9

政府支持

0.746 9
0.736 6
0.734 5
0.949 1
0.874 3
0.866 6
0.490 9
0.348 4
0.517 1
0.69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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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 政府驱动、 人才驱动、 内力驱动和外力驱动。

5. 2　建　议

基于以上结论， 为进一步促进黄河流域数字经

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协调推进， 本文从对外开

放、 城镇化水平、 人才资本、 科技创新、 政府支持

五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 提升外资利用水平， 充分发挥外力驱动

作用。  1） 加大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对外商投资的吸

引力度， 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向数字经济、 先
进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流动。  2） 加强在数字

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方面与国际的协同开放， 明确与

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 与国际先进水

平及时接轨。  3） 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方面实现技术层面的开源合作， 吸收和消化国外的

先进技术与设备， 夯实中国的技术基础， 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

第二， 提高城镇化水平， 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内

力驱动作用。城镇化能够通过提升创新水平、 促进

绿色发展、 推进协调发展等途径， 助力数字经济与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  1） 通过城镇化带

动创新水平。城镇化能够带来创新人才的集聚， 为
产业集聚提供基础条件， 从根本上提升科技和创新

水平， 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发展提供技术基础。  
2） 通过城镇化实现绿色发展。我国目前的城镇化

正处于由注重速度转向注重质量的关键时期， 清
洁、 绿色的发展观念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与先进制

造业的融合。  3） 通过城镇化统筹协调发展。发挥

城镇化在产业协调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

发展方面的催化作用，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促
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

第三， 保证人力资本投入， 充分发挥高质量人

才的人才驱动作用。数字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本提

出了新的需求， 应更加注重人才的“质”， 促进人力

资源的重新配置。  1） 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满足

数字经济、 先进制造业等发展的人才需求， 填补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出现的人才缺口。  2） 加强企业

与高校的合作， 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数字企业、 制造

业企业所急需的紧缺人才， 解决数字经济人才相对

短缺的问题。  3） 加大对数字经济、 制造业方面复

合型、 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力度， 切实提高高质量人

才的待遇水平， 解决他们在医疗、 子女教育、 住房

方面的基本问题， 将人才留在黄河流域。

第四， 重视科技创新能力， 充分发挥科技驱动

作用。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条件， 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下， 科技创新能为两个系统耦合协调提供动力。  
1）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提升科技支出在政府财政

支出中的比重， 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2） 推
进创新研究成果的转化， 与数字经济、 先进制造业

的实际发展相融合， 不仅要注重研究成果的数量， 
更要注重研究成果的质量， 避免创新资源的闲置浪

费。  3） 加大对企业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 从税收、 
补贴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促进企业自身研发能力

的提升， 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融入制造业的步伐。

第五， 明确政府支持范围， 充分发挥政府驱动

作用。实现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统筹推进， 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1） 明确

政府职责范围，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责边界， 更好

发挥政府对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市场的调节作用。  
2） 做好政府层面的统筹安排， 制定数字经济与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长远规划， 从制度层面促进两者

共同发展。  3） 加大政府在人才培养、 科技研发、 
产业融合、 结构转型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 提高

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战略

地位， 实现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

第六， 根据黄河流域 9 省区各自在区位条件、 
地理位置、 人力资源、 资金资本、 对外开放等方面

的特点， 制定有差别的发展战略。  1） 将黄河流域

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政策， 将 9 省区都纳入到框架

内， 加强省区之间在资本、 人力、 技术方面的交

流。  2） 根据每个省区的特点制定有差别性的政

策， 促进青海、 宁夏等落后省区的发展， 推动山西、 
内蒙古等资源大省（区）的转型， 发挥山东、 河南等

经济大省的带动作用。  3） 更好地将西部大开发、 
中部崛起等战略融入到黄河流域发展中， 促进数字

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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